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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生机，来自长期深厚的积累与具有思想活力的议题。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研究，是国内
史学界的传统优势所在，也受到海外学界的长期关注; 相关研究绩效斐然，同时也面临着材料拓展与议

题深化的挑战。就宋代制度史研究而言，以往只讲书面规定而不重成效的套路逐渐淡出; 学者不仅注意
制度的原则规定，也关注着有据可查的执行结果; 不仅注意制度的起讫两端，也关注着制度运行的方式与

实施的路径。本期宋史专栏刊出的三篇论文，都与宋代官僚制度中行用的文书相关。作为政令与程序的
载体，文书提供着重要的观察角度，使我们得以接近并“感觉”现实政治生活中制度的日常运行方式。

———邓小南

从堂帖到省札
———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李 全 德
(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摘 要: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
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
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 但经由对这些文
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

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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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之力，其所言文书似主要指档案性质的各类公私文书( document) ，然“以文书御天下”又可做文书行政
( document administration) 理解。参见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三《别通篇》，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591 页;

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 4 卷，1997 年，收入氏著:《乐师与史官———传
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3—82 页。

② 参见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
行》，《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2 期。

以文书御天下，早在秦汉时期即已成为中国

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一个显著特征①，而文书

类型的发展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也总是同国家政

治与制度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唐代自中期以后，

中央政治制度以及政务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各种帖文的使用，墨诏、墨敕的运用以及皇
帝“批答”的增多都是这种变化的反映②，堂帖亦
是适应此种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书形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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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中书门下独立的机构建制，反映了中书
门下作为政务裁决机关的性质及唐代宰相职权政

务化的特征”。① 堂帖的运用历中晚唐、五代，至
宋又经历了札子、省札的新变，本文主旨即在于考
察此一演变历程，揭示堂帖等相关文书的文书特

征及其运行，增益我们对于唐宋时期中枢权力运

作的理解。

一

现存关于堂帖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认识来自

于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

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

押黄。②

与堂帖同时出现的还有堂案。按照李肇的说法，

堂帖与堂案似是宰相用来分别处理中央、地方政
务的两类文书形式。张国刚即认为“宰相在政事
堂处理日常事务，有‘堂帖’与‘堂案’两种形
式”③。刘后滨也明确提出“宰相直接裁决政务
的权力落实到具体的公文程式上，就是堂案与堂

帖”。④ 然究诸文献，两种文书之说不能无疑。

先论堂案。尽管唐代堂案与堂帖的实物资料
均未有发现，不过从有限的相关文献记载中，我们

仍可大致推知堂案的性质。

会昌三年( 843 ) 十月，李德裕与武宗论《宪宗
实录》修史体例，其中有云:

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

允惬，必见褒称; 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在藩镇献

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著明，并当昭然在众

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

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

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⑤

对于其中的“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

一句，刘后滨认为“诏敕的与夺就是敕旨对奏状

的批复，堂案的取舍则应是中书门下对一些奏状

的直接裁决”⑥。如此，则堂案与诏敕便成了对奏

状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处理方式: 诏敕属王言，堂案

则是宰相独立指挥公事的文书形式。考虑到“取

舍”与“与夺”的对举，这里的堂案实际上还可做

别的解释，即堂案并不一定是宰相指挥公事的行

下公文，而是宰相部门内档案性质的文书。

史言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条例的原因

是为了删削掉一些对其父李吉甫不利的章奏，以

掩其父不善之迹。所以他提出“宰臣及公卿论

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实录所载章奏，并须

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而密疏不见于堂案，乃

是无据，因此李德裕请求“密疏并请不载。”这样，

不见于堂案的密疏章奏便被认为不足为据，可以

删削了。对此顾炎武曾有评论云:

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

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 天启以来，

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

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后，重为奋

笔之文，逭遗议于后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

于唐时⑦。

章奏留中不出，不为人知，于是后人便可以随意窜

改，“重为奋笔之文”了，如果堂案有据，自然也就

不易发生追改旧疏以欺后人的事情了。顾炎武说

的正是章奏的原始性问题而不是对章奏的裁决

问题。

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 830 )

冬十月戊申，文宗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

在论及四川的兵防时有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关于中书门下
体制的研究以及堂帖的集中论述可参见同氏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年版) 。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 页。

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13 页。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 301 页。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113 页。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 304 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八《密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80—1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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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二虏( 南诏、吐蕃) 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

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

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

在此，李德裕要求那些建言不重四川防务的的朝

臣各写一状，留堂案为底，以为凭证，显然堂案不

是指挥政务的文书。在以上两次李德裕提到的堂
案的场合中，笔者认为堂案的含义当是一致的。

同时，从后一条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堂案并

不单是针对地方，所谓“判四方之事”的，正如在
后文中，我们所看到的，堂帖也不单是针对“京百
司”的。

正所谓“取舍在于堂案”，堂案之上也许会有
宰相对这些章奏的取舍原因，甚或初步的处理意

见，唯如此，才会有下一步决策的形成。如颜真卿
为宋璟所撰并书的神道碑有云:

中书令河东张公( 嘉贞) ……求公规模，悉阅堂

案，每至危言谠议，执正守中，未尝不废卷失声，汗流

浃背。其为通贤所服也如此①。

肃宗乾元元年( 758 ) 六月，在贬房琯的诏书中曾
说:“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
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②由堂案而知宋璟
之危言谠议，亦由堂案而知房琯之旷于政事，可知

堂案又可指宰相对于文案的初步处理，但毕竟还

只是政事堂内部的存档文书，而不是对外指挥政

务的文书，故而非常人所能见。

简而言之，从以上数例中我们看到的堂案只

是政事堂内部的一种文书档案而不是宰相对外指

挥公事的公文书。堂案只是宰相判四方之事或指
挥京百司的依据，阅而后判，堂帖才是处理政事后

所形成的公文。

二

李肇“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

堂帖”的说法也许可以做互文理解，不管是四方

之事，还是百司之事，宰相都需要依据堂案而判，

以堂帖来指挥施行。宋人记载中关于堂帖的性质

就明确多了。北宋沈括说: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

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札子也。③

徐度《却扫编》亦云: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

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

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④

在沈括和徐度的记载中，都不曾提到堂案，也不曾

有宰相判案中中央与地方事务的分野，宰相独立

指挥公事号令四方的文书只是堂帖。

帖由政事堂出，故谓之堂帖⑤。唐初之政事

堂，即中期以后之中书门下，从以上各家记载中，

我们并不能确定堂帖之始。政事堂改为中书门

下，时在开元十一年( 723 ) 。现在我们的确尚未

见到开元十一年之前有堂帖处分公事的记载，但

在此前政事堂显然已经有独立指挥公事的文书。

开元四年，山东蝗起，中书令姚崇奏请遣御史

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不肯应命，姚崇大怒，

“牒报若水”令灭蝗。姚崇报若水之“牒”，即当是

政事堂独自处分公事的文书政事堂牒。后来面对

朝廷喧议，玄宗复问姚崇，姚崇回答说: “陛下好

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⑥在

这里，牒与敕对举，从中可见此政事堂牒的性质。

敕属王言，其发布须经过皇帝，牒则显然是宰相独

立指挥公事的文书。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时，

“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则此前的政事堂

牒自然亦用政事堂印。堂帖的运用，与政事堂制

度的建立不远，当是合理的推测。据学者考证，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昶:《金石萃编》卷九七《宋璟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324 页。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4 页。

徐度:《却扫编》卷上，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 3 编第 10 册，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0

页。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八年( 834) 十二月癸未条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7901 页。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 30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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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堂当始于贞观十六年( 642 ) ①，但《隋书》却有
“内史门下印”的记载，关于政事堂起始时间似仍
有商讨的余地②。不管怎样，在政事堂改为中书
门下之前，政事堂已经有了自己处分公事的专用

公文和专印则是毋庸置疑的。

开元前政事堂牒的运用于史料中并不多见，

此后则较为常见，如《旧唐书·王缙传》载: “缙为
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

徒讲说，以求货利。”同书《杨炎传》: “建中二年二
月，奏请城原州，先牒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令为之

具。”③ 唐代的“牒”与“帖”经常混用④，这里的
“符牒”、“牒”等与堂帖的性质并无二致，应该都
看作是堂帖。这种牒或者堂帖的应用多见于开元
之后，正是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职权政务化加强

的表现。
“牒”与“帖”说法混用的事实，很容易使人将
敕牒与堂帖相混。《金石萃编》卷九五之《会善寺
戒坛碑》，以及编号 P． 2504 的敦煌文书天宝令式
表残卷中天宝元年( 742 ) 为颁布《新平阙令》而发
的牒文，都曾被学者认作是堂帖。实际上，正如刘
后滨所言，这两份文书都是敕牒而不是堂帖⑤。

唐代普通所言之牒与政事堂牒( 堂帖) 、敕牒是三
类性质不同的文书。

敕牒属于“王言”，特点有三，一是中书门下
奉敕而牒; 一是内容广泛，不拘大小事; 一是形式

灵活，可牒机构或直接牒个人⑥。其最基本的特
征是由中书门下牒某官或某司，不经过三省分工

的签署程序; 其性质是对奏状的批复，在其成立之

前，都有奏状⑦。无论敕牒的内容与形式如何变

化，其“牒。奉敕: 宜依。牒至准敕。故牒”这一
基本的公文格式是一定的。较之于敕牒的这些特
点，堂帖与敕牒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它们所处理的

事务的界限、是否承旨而牒，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文
书形式的差异。

堂帖作为宰相指挥公事的文书，所处理的公

事主要是属于小事的范畴。宰相可以直接以堂帖
对一些小事做出批复，而不需要请示皇帝。沈括
在谈到后唐的枢密院时说: “小事则发头子，拟堂
帖也。”⑧五代时期，头子之于枢密院，正如堂帖之
于中书门下，都是处理小事的。沈括所言是五代
之制，而五代时期的堂帖又是承自唐代。

敕牒是对奏状的批复，在其成立之前，都有奏

状; 同敕牒相比，堂帖的运用则要灵活得多。堂帖
一方面可用于对一些小事相关的奏状的批复，更

多的则是用来对涉及百司或个人的平常公务发布

命令或指示。如开成三年( 838 ) 二月兵部尚书判
太常卿事王起等奏:

准今月十日堂帖: “天宝初置七太子庙，异室同

堂。国朝故事，足以师法。今欲闻奏，以怀懿太子神

主祔惠昭及悼怀太子庙，不亏情礼，又甚便宜。送太

常寺三卿与礼官同商量议状”者。云云。⑨

王起奏状的开头部分引用了堂帖内容，此后是对

堂帖中所提问题的回答。“今欲闻奏”云云，表达
的是宰相自己的态度，显示这份堂帖是宰相独立

发布的。又如《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太
和八年七月壬申条载: “堂帖: 中外臣僚各举善
《周易》学者。”《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振:《政事堂制度辨证质疑》，《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第 255 页:“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印。”抑或当为“内史、门下印”?
《旧唐书》卷一一八，第 3418、3422 页。
《唐代官制》，第 13 页。

参见张国刚:《唐代官制》，第 13 页; 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 汲古书院 1996 年版，第 93 页; 刘后滨: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 302 页。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收入《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8 页。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 343—344 页。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第 25 页。

王起:《覆奏祔怀懿太子神主状》，《全唐文》卷六四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5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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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870 ) 二月庚子条载: “堂帖: 人输堂例钱三
百缗。”在如上以及类似的事例中，堂帖发布的对
象既可以针对全体官员，也可以针对具体的机构

或个人，堂帖扮演的角色都是一种命令体文书，而

不是对奏状的批复。

前文最后两例中，堂帖所宣布的内容应该是

皇帝知情并允许的，由此我们看到有的事情是需

要向皇帝请示获得其认可之后才能下堂帖。仍以
姚崇灭蝗事为例。姚崇要求不出敕而以牒指挥灭
蝗，必须征得玄宗的同意，说明遇到本该用敕指挥

的事情如果要用堂帖，是需要奏请的。正如他在
回答同僚卢怀慎时说: “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
公勿复为言。”①在倪若水执奏的情况下，姚崇大
怒，直接牒若水灭蝗，则又显然是宰相个人行为，

无需上奏。

既然有的事情宰相不须奏闻即可独立指挥，

有的事情须上奏，那么在后者情况下，君主的意志

在堂帖上是应该有所体现的，因此颇疑那些经奏

请后所发堂帖之上当有“奉旨”之类的字样。太
和五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与郑注等人，

使京兆尹王璠捕之，而“( 王) 璠密以堂帖示王守
澄”致使事败②。像诛宦官这等大事，倘无奉诏之
语，王璠又如何肯信?

五代时期的中书在独立指挥公事时继续使用

堂帖。如《资治通鉴》卷二八七载，天福十二年六
月甲寅朔，契丹人萧翰责宰相张砺曰: “吾为宣武
节度使，且国舅也，汝在中书乃帖我!”如果张砺
堂帖有奉旨之文，想必萧翰不至于有如此愤愤不

平了。五代堂帖的使用较之于唐，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化，如堂帖与敕的并用。试举数例。如
《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 “后唐天成三年正
月十七日，吏部格式司申: ‘当司先准敕及堂帖指

挥: 应焚毁告身、勘同、及坠失文书等请重给告身，

仍先检敕甲，如无敕甲，即取同敕甲告身勘验，同

即与出给。’”《旧五代史》卷一四九:“周显德六年

冬十二月壬辰，尚书兵部上言: 本司荫补千牛进

马，在汉乾祐中散失敕文，自来只准晋编敕及堂帖

施行，伏缘前后不同，请别降敕命。”在这两件事

上我们知道显然是先后有过敕与堂帖的共同

指挥。

在后面的两例中，对于同一事情的处理，敕、

帖并用，已是常行于宋代而为唐代所不多见的新

制了。

三

入宋之后，宰相处理政务的方式发生了一些

变化。宋太祖即位以后，继续留用范质等原后周

三相。范质等自以前朝旧臣，不能不稍存形迹，于

是改变了过去那种拟进熟状的办法，而是遇事多

用札子的形式当面请太祖定夺，然后宰相署字奉

行③。这样随着中央决策体制的变化，君主的权

力日渐向行政事务方面渗透，君主专制自太祖初

期即较以前明显加强。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

变小，堂帖的运用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及原周三相相继罢去，太祖亲信赵普为相，中

枢政务运作方式再起变化。史云赵普“为政也

专，廷臣多疾之”。④ “独相凡十年，沉毅果断，以

天下事为己任”。⑤ 魏泰《东轩笔录》亦云: “祖宗

朝，宰相怙权，尤不爱士大夫之论事。赵中令普当

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方

许登对。”⑥赵普专权，极大地扩大了宰相的权力，

充分发挥了堂帖作为宰相独立指挥公事的文书的

作用，终于致使太祖产生“堂帖势力重于敕命”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 3025 页。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二月戊戌条、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十二月癸未条，第 7875、7900 页。

王曾:《王文正公笔录》，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 1 编第 3 册，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6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 卷一四开宝六年六月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04 页。
《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八月甲辰条，第 306 页。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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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遂禁用堂帖而代之以中书札子①。

宋太祖禁堂帖而代之以札子，札子相对体轻

是一定的，但其体式及实际运作方式到底发生了

什么变化，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按照徐度的说法，

此时的中书札子，“犹堂帖也”，而根据李焘的记
载，在太宗淳化年间，中书所发之札子，依然可称

作堂帖②。其实际地位与功能则从太宗时参政寇
准用中书札子处分冯拯一事中可见一斑。寇准刚
强自任，除拜专恣，广州左通判冯拯封中书札子上

诉于朝。至道二年( 996 ) 七月，寇准罢为给事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上又曰:“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

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

于敕命，寻亦令削去，今何为却置札子? 札子与堂帖

乃大同小异尔!”张洎对曰: “札子盖中书行遣小事，

亦犹京百司有符帖关刺，若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

以指挥。”上曰: “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札子，

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也。”③

张洎认为札子是宰相独立指挥小事所用之公文，

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公文，这与此前的堂帖显然是

一样的。从太宗之言亦可得知太祖时虽禁堂帖代
之以札子，而两者实际上的确并无大区别。即如
寇准以札子独立处分冯拯事，如冯拯不奏，皇帝如

何可知?

太宗忿于中书札子为权臣所利用而思有以更

张，既然札子不可无，于是太宗就从限制札子的使

用上着手。据《长编》“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
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一语看，太宗之意是
自今后大事须降敕，即使该用札子亦需奏裁。
《宋会要辑稿》中亦明确记载为: “诏自今中书所
行札子，并须具奏取旨方可行下。”④这后一记载
又为更多的文献记载所证实。太宗至道二年对中
书札子的这次新的整顿，意味着中书在政务运作

方式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太宗改革后的中书札子，一方面对该用敕命

还是用札子的范围重新做了厘定，一方面规定中

书用札子处分公事，亦需奏裁。其文书体式及运
用，我们于石刻资料中觅得几组材料，从中可知其

大概。
《金石萃编》载有《中书门下牒永兴军》的敕
牒以及《永兴军中书札子》碑刻各一份，恰可做一
对比。现将两份碑刻摘录于下:

A、中书门下 牒永兴军

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范雍奏: ……伏见本府城中

见有系官隙地，欲立学舍五十间，乞于国子监请经典

史籍。一监仍拨系官庄田一十顷以供其费，访经明

行修者为之师范，召笃学不倦者补以诸生。候敕

旨。牒

奉敕: 依奏。许建立府学……牒至准敕，故牒。

景祐元年( 1034) 正月五日

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宋

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

工部尚书平章事李

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吕

B、永兴军中书札子

户部侍郎知河阳军范雍奏: 臣昨知永兴军，……

臣到任后，奏乞建置府学，兼赐得九经书，差官主掌，

每日讲授。据本府分析，即今见有本府及诸州修业

进士一百二十七人在学，关中风俗稍变，颇益文理，

见是权节度掌书记陈谕管勾。欲乞特降敕命指挥，

下本府管勾官员，令常切遵守所立规绳，不得隳

废。候

敕旨。右奉

圣旨依奏，札付永兴军准此者。

景祐二年十一月一日宣德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节

度掌书记管勾府学陈谕 立⑤

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仁宗景祐初年，而且两件文

书都是对同一人奏状的批复。

①
②
③
④
⑤

《却扫编》卷上，第 130 页。
《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闰五月纪事，第 654 页。
《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七月丙寅，第 846—847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一。
《金石萃编》卷一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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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前者范雍请立府学，为大事，故

由中书门下奏请批准后给敕牒; 而后者范雍请降

指挥令学生遵守规绳，为小事，故只中书出札子。

从格式上看，敕牒是奉敕而牒，即“牒奉敕”，其
“牒。奉敕: 依奏。牒至准敕。故牒”的格式与
唐、五代的敕牒格式一般无二; 而中书札子亦需奏
请得旨，反映在格式上，即“奉圣旨: 依奏”。前碑
上有所有宰执押字，后碑虽无，但实际上札子亦是

需要所有宰执押字的 ( 见后文《浑王庙中书札子》) 。

大事、小事之区分固然事关降敕还是出札子，

而同一事中涉及不同级别人员的任用亦有敕、札
之别。仁宗至和三年( 1056 ) 正月二十六日差员
两人赴北岳设醮，两人题名见于今河北曲阳《北
岳安天天元圣帝庙碑》碑阴，分别为:

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定州军州事马耿奉敕差，

诣北岳灵祠设醮七昼夜。

三班奉职苏拱之奉中书札子差，赍祝板香合赴

定州交割，随通判虞部至北岳灵祠设醮。①

马耿、苏拱之同赴北岳，只是一为正七品朝官，一
为从九品之小使臣，故而前者敕差，后者札子行

遣，区别皎然。

前碑中所见之“奉圣旨: 依奏”的格式，正是
太宗后期整顿札子的运用后对奏状类文书批复的

最基本的格式，这一点从文献记载中也可得到

证实。

宣、敕、札子等文书传递到地方之后，地方都
会将文书编录成册留为档案。李焘《长编》中曾
数次引用《成都府编录册》，其中仁宗皇祐年间的
一份中书札子云:

皇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中书札子: 吏部员外郎、

充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兼判登闻检院李兑札子奏:

……奉圣旨: 依。②

王明清《熙丰日历》中亦载有数份中书札子，其

一云:

中书札子: 度支员外郎充龙图待制秦凤路经略

安抚使吕大防奏: ……奉圣旨: “依奏。许朝参。”令

发来赴阙依旧供职。③

以上所引两札子，一为仁宗时，一为神宗时，都是

对奏状的批复。其内容都是先引用官员奏状，并

以“奉圣旨: 依奏”结。“依奏”字样后有的会有字

数不一的批语。两份中书札子的最后俱省略了日

期及宰相押字。

百官臣僚在承受到中书札子之后，如续有奏

议，经常是以“准中书札子，奉圣旨: 云云”开头，

如余靖《谢转工部侍郎表》④之类，此类实例甚

多，不一一。

中书札子具奏取旨后，其行下原则上应当经

过通进银台司所辖之发敕院、封驳司等机构的点

检、封驳。真宗咸平三年( 1000 ) 十一月，枢密直

学士冯拯言中书户房直发札子四道，不由发敕院

点检。于是下诏逐处“凡受宣、敕、札子，须见发

敕院官封书，方得承禀，违者遣吏押送发敕院。”

发敕司、封驳司对下行之宣敕和札子有点检、封驳

之责，因此在此类文书行下的过程中，知通进银台

司的官员遇到不便之事可条奏以闻。例如真宗天

禧元年( 1017 ) 四月，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

门下封驳事晁迥、李维曾经上奏云:

中书门下札子付登州: 据牟平县学究郑河状，以

本州民阙食，愿出粟五千六百石赈济，望赐弟巽班

行，奉圣旨不行者。臣等商度: “损余补乏，为利亦

大。望令宰臣定议，特从其请，俟丰稔即止。庶储积

之家有所劝率，大济饥乏，上宽圣虑。”诏补巽三班

借职，自是纳粟者率以为例。⑤

晁、李奏疏前半引用了中书札子，此过程应该是中

书札子在行下点检、封驳的时候为二人所见，因而

①

②
③
④
⑤

《马耿题名》、《苏拱之题名》，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38 册，郑州: 中州
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6、157 页。
《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二月戊子条，第 4200 页。

王明清:《熙丰日历》，陶宗仪编:《说郛》卷四二，《四库全书》本。

余靖:《武溪集》卷一五《谢转工部侍郎表》，《四库全书》本。
《长编》卷八九天禧元年四月甲申条，第 20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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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行下，而是上奏，请求令宰相重新定议。以上
种种史料都证明太宗时所定中书札子须“奉圣
旨”之制确是已成为定制并被遵守了的。

中书札子与敕牒的运用既然有大小事的区

分，理论上讲同一事情似不必同时降敕、札。但在
实际政务运作中，这反而是较为常见的情形。
《金石萃编》卷一三八载有《浑王庙牒》，其牒
末云:

牒奉

敕: 云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

敕，故牒。

元丰二年八月日牒

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蔡( 假)

礼部侍郎平章事王( 押)

工部侍郎平章事吴( 押)

其碑侧又有《中书札子》:

丹州咸宁郡王庙，已降敕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圣旨: 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额

安挂，所有敕牒，仰本庙收掌，应有合行事件，令太常

礼院检会施行。札付丹州准此。

元丰二年八月八日 押 押

丹州咸宁郡王庙因祈雨有验，太常礼院议定请以

忠武谥号为王号，乃特封忠武王，前碑即为封王之

敕牒，后碑则是中书以札子的形式对相关事情之

安排。据敕牒前半部分所记，此敕牒形成之前先
是有咸宁郡王庙所属之宜川县申丹州状，丹州申

中书，中书“批送”太常礼院，礼院议定后上奏。

中书札子“奉圣旨云云”即当为中书奏事时所奉
之旨。奏请得旨后，则分别出敕、札，札子简捷，故
同一事情虽敕札并用，然札子通常是先于敕行下。

敕札并用而札子先于敕行下的事情到了南宋

以后变得更加普遍。南宋时“自渡江以来，除拜
台省等职事官，率受堂帖即视事。”①札子在官员
任命上的这种便利，徐度《却扫编》卷上有较为详
细的描述:

毎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

画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

允或允，又降一札; 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又

降一札; 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

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

徐度说的是南宋的情况，其实北宋亦是如此。敕、

札的配合行下，很早便是有章可循。咸平四年八

月，发敕院为中书札子的行下问题曾抱怨道: “中

书降札子，有合与敕同行下者，多不一时到院，每

至催督，方始行下。”②显然敕、札并行是有制度依

据的，只是限于资料，哪些事情是札子“合与敕同

行下者”，我们已不甚清楚。不过从文书运行上

讲，敕牒为正式，手续也繁于札子，而札子则较简

易，便于迅捷指挥公事，这从札子经常绕过文书的

点检、封驳部门即可明了。故而好多事情往往是

有敕命之后，即先发札子通知相关事宜，咸宁郡王

庙特封忠武王事正是这样的例子，也就是徐度所

言“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或“既命其人又必俾

其官司知之”等情况。

四

元丰改制之后，政令须经尚书省行下，宰相部

门指挥公事的文书称作“省札”或“尚书省札子”，

自后迄南宋相承不废③。省札同中书札子一样须

奏裁处分，即“奉圣旨”，其后有全体宰执押字。

周必大《文忠集》有《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

载北宋末年徽宗禅位后，曾示宋暎一“尚书省付

知宿州林箎札子”之事:

初，州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道君过州时，亲笔

付箎取其半，箎才输二十之一，而以其事上尚书省，

尚书符宿州，其以钱上京，毋擅用。后题正月十三

日，日下独执政官一人签书。公读毕，奏曰:“陛下在

位，凡御札、宝批及三省批旨若画可画闻，有不作

‘奉圣旨’付外者否?”道君曰:“无之。”公指堂帖曰:

“此既无圣旨二字，又未尝遍书宰执，非朝廷意甚

①
②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甲子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7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一。
《却扫编》卷上，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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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殆围城中小吏作常程行遣，而当笔者不察尔。

臣非敢游说以宽圣虑也。”道君视之，欣然曰: “卿言

是。我未思此。”①

周必大将“尚书省付知宿州林箎札子”又称作“堂
帖”，其中道理与北宋前期之中书札子同样被称
作堂帖同。宋暎之所以能对这份省札做出正确的
解释，正是因为这份省札在其格式上出现了不合

程序之处，即，既没有“奉圣旨”字样，又没有所有
宰执押字，而这也正是此前之中书札子在文书格

式上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行文格式而言，若其事为三省同取旨者，则

省札之首由此前的“奉圣旨”改为“三省同奉圣
旨”，最后同样是宰相押字。兹举一例。绍兴十
一年四月有《罢诸路宣司省札》:

三省同奉圣旨: 已降指挥，韩世忠、张俊、岳飞除

枢密使、副，其逐路宣抚等司合罢，所有司属并优与

升擢差遣。统制官等既带“御前”入衔，下及军兵，

并隶密院，不得拨属他处。日前或有负犯，一切不

问，并不许相告言。令三省疾速行下。右札送枢密

副使岳少保 绍兴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押押。

如果是对奏状的批复，如付岳飞《依张俊例差破
宣借人省札》，则是在录奏状之后，札子末书“三
省同奉圣旨: 云云”。②

南宋时期的省札同此前的中书札子相比，非

常明显的特点是其应用场合更为广泛，所处理的

政务远远突破事情大小的界限。此前唐、五代、北
宋时期本应该以敕处理的事情，南宋时常是以省

札来处理。省札既用来批复有关官司，亦可转发
制敕、赦文等重要诏书。如淳熙十年( 1183 ) 七月
十三日尚书省用省札向秘书省转发了孝宗要求近

臣等上言朝政阙失的诏书③; 开禧二年( 1206 ) 六

月十七日的一份都省札子则转载了复泗州赦

文④。此时的省札其实起的是北宋前期中书之敕

的作用，而与前期敕牒对应的尚书省牒的运用则

相对减少许多⑤。

五

从堂帖到省札的演变略如上述。尽管本文推

测唐代个别堂帖的行文可能会有“奉圣旨”这样

的用语，但一则尚无实据，二则少数个案的存在无

从断定所有堂帖皆须如此，而唐代宰相在很多场

合使用堂帖独立处理公事则是确定的，“堂帖势

力重于敕命”是这种宰相独立决策权的很好的写

照。从宋太祖以札子代堂帖至太宗后期，中书札

子缩小了使用的范围，且又必须承旨，这对于宰相

独立指挥公事，或者说宰相权力的限制是明显的，

因而此后曾屡有人提出更张。先是庆历三年

( 1043 ) 宋祁提出:

愿陛下诏中书枢密院，自今以往取有司申请不

干大事者，许依唐时堂帖之比，直令堂判，院付之

有司。⑥

及王安石任相时，亦试图改变之。据《宋史》卷三

一六《唐介传》:

安石既执政，奏言: “中书处分，札子皆称圣旨，

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⑦

王安石所说的“止令中书出牒”同姚崇所说的“此

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如出一辙，这里

的“牒”当即是札子之前的堂帖。也就是说，王安

石想改变中书出札子亦需奏请的局面，而独立指

挥公事。这固然可以看做是谨命令，对君主权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一《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以上两省札分别参见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306、1307

页。

陈骙、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六《诏馆职言事》，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22 页。

岳珂:《愧郯录》卷一二《开禧复泗州赦》，《四库全书》本。

张祎利用碑刻、法帖图册等资料对南宋省札有更为细致的论述，参见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
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第 114—123 页。

宋祁:《景文集》卷二八《言三路边防七事》，《四库全书》本。
“札子皆称圣旨”，点校本《宋史》中“札子”上属，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0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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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自然也可视作权力之争。因而唐介认为:
“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
为擅命，茍非其人，岂不害国。”唐介着眼的是重
名分，结果纵然神宗对王安石信任有加，还是不能

接受此议，凡事奏请取旨才能出札子的这种制度

规定也一直沿用到宋末。

如果凡事“奉圣旨”制度真的不折不扣地施
行，那么我们说自唐至宋以来君主专制是在逐步

强化，宰相独立理政空间也越来越狭小应该是不

成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真宗时王旦为宰相，因为备受真宗信任，得以

“小事一面专行”，在奏事时，经常不经上览，“但
批旨行下”①。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君臣相得的特
殊情况，但实际情况是君相之间的这种默契是连

同列都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当中书札子行下的时

候，宰执们但随王旦押字，承受者但见上书“奉圣
旨云云”，却没有人知道乃至怀疑这只是宰相王
旦“专行”的结果，这样“奉圣旨”而下的札子又与
堂帖专行何异呢? 同样是真宗时期的例子，天禧

四年六月，寇准罢相，据《长编》载:

( 丁) 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上命

与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 “奉圣旨，除远小处知

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 “君面奉德音，

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②

所谓“圣旨”、“德音”都是指宰执们面请得旨，即
是“奉圣旨”了，然而真正落实到文书上，却是轻
重由己了，很难有人有能力或者机会核实。与李
迪有关的另一个事件，仁宗明道二年( 1033 ) ，李
迪身为宰相“自用台官”，结果要等到数月之后仁
宗方才知晓③，则李迪想必是以札子任官，这与前

述寇准以札子处分冯拯事出一理。

元丰年间，郭逵讨交阯，传言宰相吴充“忌其

成功，堂帖令班师”。李心传考证此事为误之后

评论道:“班师，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获

罪不轻。”④其意为大事原则上不能用堂帖指挥，

但如果奏请得旨仍是可用的，这样也就突破大事、

小事的界限。至绍圣、元符时期，有元祐臣僚被贬

谪，“所被受止是白札子”，或又称“白帖”者⑤，则

又是与堂帖无异了。

南宋时省札之“奉圣旨”同样不能做刻板理

解。绍兴二十五年( 1155 ) 十二月曾有诏书云: “命

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

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

旨。”⑥可见本该“奏裁”之事，实际上却并没有将上

取旨，就作“奉圣旨”施行了。“空头省札”的应用

更能够说明这一点。宁宗时，陈自强拜相，“时押空

头省札，以送( 韩) 侂胄，须用即填之。故一时造

命，庙堂或不与知。”⑦。这种空头省札尽管必然

作“奉圣旨”云云，实际上确是“庙堂或不与知”，

而且这并不是特例，魏了翁在论及省札时有云:

所谓奉圣旨依、奉圣旨不允，有未尝将上先出省

札者矣; 有预取空头省札，执政皆先签押，纳之相府

而临期书填者矣; 有疾病所挠，书押之真伪不可得而

必者矣⑧。

空头省札自然是不可能经过奏请的了，如魏了翁

所说，即使那些有“奉圣旨依”或“奉圣旨不允”等

字样的圣旨，亦有很多是“未尝将上”的。这样的

情况下，宰相堂帖处分公事就可能既突破大事小

事的限定，也突破奏请取旨的限制。

总之，自中唐以后宰相机构在奉行王言的同

时，确是有自己独立处分公事的文书，如张洎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丙午条，第 2012 页。
《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八月甲申条，第 2211 页。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条，第 2647 页。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37 页。
《旧闻证误》卷二，第 40 页; 《宋史》卷三四二《郑雍传》，第 10900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五一。

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宁宗开禧二年十二月乙亥“陈自强送空头省札”条，北京: 中华
书局 1995 年版，第 169 页。

魏了翁:《鹤山集》卷一八《应诏封事》，《四库全书》本。



116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说:“若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以指挥。”此种文
书即唐时的堂帖、宋前期的中书札子及宋后期的
省札。不管是中书札子取代堂帖，还是省札取代
中书札子，它们都经常被称为“堂帖”，这固然可
以看做是唐代制度文化的影响，三者之间也确有

重大的共同之处; 同时也应注意到，从堂帖到省

札，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其实际运作及其背后的

政治关系也都发生了变化。由唐代堂帖向南宋时
期省札转变的过程中，其所受之限制越来越多，作

为宰相独立处理公事的文书色彩越来越弱，似是

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与君权日益强化的总趋势。

但揆诸政务之实际运行，又不尽然。我们看到不管
是在北宋还是南宋，宰相权力运作的空间依然广

阔，不必说空头敕、空头省札、白帖子之类是宰相权
力最直露的表白，即使具奏取旨、拟状得旨等体现、

保障君权的运作方式，君相之间亦难言宾主。这一
点即使到了元帝国时期依然如此①，一直要到明清

时期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方为之一变。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Official Documents by Prime Ministers
in their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Quande
( Department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o rule the country by official documents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operation． The change of official documents was ofte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 Tangtie
( 堂帖) was a type of official document by prime ministers in their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which
wa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volutional process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s by prime ministers from Tangtie in the Tang Dynasty to Zhazi( 札
子)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nd then to Shengzha( 省札)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evolution
reflected the struggle between emperors and their prime ministers for power and the penetration of monarchical
power into the routin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By analyz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se different official
documents，we also find that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headed by prime ministers still had plenty of room for
their manipulation of power，which made it difficult for emperors to realize their overall control of political
power．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angtie ( 堂帖，official document by prime ministers in the Tang
Dynasty) ，Zhazi( 札子，official document by prime minister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Shengzha ( 省
札，official document by prime minister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元朝宰相裁决政务的中书省札之运作几乎完全沿袭宋代的尚书省札。元仁宗延祐五年( 1318 ) 发生了一起伪
造中书省札骗取户部盐引的事件，伪省札被识破是因为“省札印文昏淡、署押不完、押字差异”而引起户部怀
疑。札子结语“奉圣旨:那般者”———恰如宋代中书札子或省札的“( 三省同) 奉圣旨: 依奏”。省印、押字、奉圣
旨的结语形式等等也正是唐宋以来自堂帖至省札的最基本特点。其形成同样是要经过奏请之后，中书省方能
出省札，张帆先生分析了一件省札的决策过程，揭示了其间君相权力运作的关系，与宋代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

妙。分别参见党宝海:《蒙元时代的双语公文初探》; 张帆:《从〈元典章·新集〉的一条文书看元朝中后期的御
前奏闻决策机制》，俱收入《〈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2010 年，第 428、430—437 页。


